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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农村家庭与亲族关系——以高罗苗寨的个案研究为例 

宋秀波 王 刚 
 

  

                   

摘  要：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是国家

的根基与主体，高度的乡村文明是高度社会文明的基础。本文就乡村关

系中的家庭与亲族作一定程度上的研究，并结合一个古老村庄的个案进

行补充和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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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绝对多数，依靠农业和传统的手工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

种态势，也铸就了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因而，早在乡村建设

学派时期，梁漱溟先生就曾认为，中国原为乡村国家，轻乡村为根基与

主体，而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1]随之进行一系列活动，都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乡村文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也就农村的建

设与发展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努力。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

重视力度，尤其是体现在十五大的三农问题、十六大的新农村建设，以

及十七大中关于进一步扩大新农村建设绩效等方面。由此可见，中国正

是在不断推广乡村文明的基础上，以促使全社会的更加文明。 

当然，本文所涉及的不是整个农村的发展，而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

大组成部分，之所以说是最重要，是因为笔者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小细

胞，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可以说都能与家庭

这个置关重要的细胞牵连上关系。细胞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细胞

的质变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亲族关系，是社会中最为基础的关

系，亲戚和族人，是任何社会都不能缺少的两个部分，因为我们是社会

人，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亲族关系的好球，会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对

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笔者还这样认为，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家庭和亲族关系的和谐。 

  

  

二、高罗苗寨概况简述 

  

1、高罗苗寨历史沿革。 

苗族属蚩尤氏族，历为商朝始，嘉乾盛的“灭苗”战争迫其迁移至



宣恩高罗一带，他们为了能长期生存，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字而仅保存语

言，在交往中，对内讲苗话，守苗规，对外讲客话，隐实情，随乡入

俗，其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十分低下，经济生活十分艰

难，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繁衍生息，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苗族溶于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其地位“苗蛮”

上升为“兄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苗寨的经济及社会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苗寨简述 

高罗苗寨位于湖北省宣恩县南部的高罗乡。地处云贵高原东北的延

伸部分，山地、峡谷、丘陵、山间盆地相互交错。海拔位于620m—

1100m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在7℃—25℃之间。该村总国土

面积达13.3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占1415亩，森林用地占10332亩。 

该村为一独立的行政村，现有297户，人口计1092人，其中劳动力

589人，外出务工人员占559人，单亲母亲占26人。 

  

  

三、农村家庭与亲族关系的调查及探讨 

  

1、农村家庭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该村家庭平均人口一般在5口以上，主干家庭与联

合家庭占主导地位。由于家庭规模较大，家庭结构复杂，家庭关系也就

复杂。在一个家庭中常常同时存在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兄弟关系，夫

妻关系，婆媳翁媳关系，妯娌关系。每个家庭大致都承担以下一些功

能：生产与消费功能，赡养功能，婚姻生活与生育功能。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近年以来，该村家庭的结构与功能都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家庭规模的缩小。调查显示，1985年该村平均每年

常住人口为5.12人，1996年已下降到了4.02人，并且一般家庭都是两个

家长国上两个孩子。可见，核心的家庭比重上升，差不多已占半数左

右。伴随家庭小型化，家庭关系也趋于简单。虽然家庭仍然承担着生产

消费、扶养赡养、婚姻生活与生育等功能，但在内容上已有明显的区

别：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的生产功能较改革之前加强

了；家庭小型化使得抚养功能突出，赡养功能减弱；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的影响，生育功能从单纯生育转为节育及优生优育。 

笔者认为，农村家庭的结构与变动受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或者说

家庭结构的功能的变动受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

农民心理，观念变化的影响。经济活动的变化最深刻地影响家庭的结构

与功能的变化。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强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使家

庭中的经济关系复杂化。改革初期，农户以大家庭统一经营，家庭内部

分工形式来组织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大家庭很难适应的社会化的分

工，不易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小家庭可以较快地适应经

营类型的变化，随着经济活动的增长，家庭的部分权力与分配关系也变

得复杂起来，利益纷争常常成为家庭裂变的主要原因。另外，农民家庭

观念上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其中以赡养观念及方式的变化为主要原



 

因，农民越来越多地提供经济来源，代耕责任田等形式，而不是以共同

生活，直接供养的形式赡养老人。因此，亲子分居变得普通起来。 

2、农村的亲族关系及其变化 

传统农村亲族关系在农村社会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地方农村

宗族组织林立，每个家族组织一般都有详细不等的族规，还有宗族活动

的设施与场所，如祠堂、族田和族学等。苗寨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

于两种，一是天天庙、二是族长制。虽然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物品，

但我们也是以从中获取亲族关系在该村的影响。 

1949年以后，宗族势力受到了一定抑制，如族长制的取消；天王庙

在50年代末被撤销等事例。但是家庭关系并未因此灭绝，在调查中笔者

发现，几乎每家的堂屋上都供养着神牌，其内容主要记载自己的族源之

类的。据访谈得知，在天王庙撤毁后的二十年左右，逢年过节，或多或

少地部有人面对着遗址去贡奉礼物，烧纸钱之类的。由此可见，宗族关

系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延续到了今天。 

相关研究表明：宗族关系在今天中国农村仍普遍存在，但因政治、

经济、地域、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存在影响力度强弱的不同。中国

农村社会结构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整个村落的大部分家户彼此之间有着

亲属关系；第二是大多数亲属都属于几个姓氏集团。这两点正是家庭在

同姓宗亲和家庭范围内扩展的结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该村存在着中

国农村所存在的具有亲疏远近有别的亲族：同堂，指是第一代男性长辈

是父子或兄弟关系，第二代是叔侄或堂兄关系；家系介于宗支与同堂之

间的血缘群体，由几个近亲家庭组成；宗支，指具有同一来源的各家系

的集合，即同一宗系的合支；宗亲，几个有共同来源的宗支的集合，这

是最远的宗族关系。[2]苗寨，是村落的主要姓氏分割是杨、吴、张、

黄、袁等，他们都来自于湖南花垣，到此处定居已达180年之久。因

而，家族和宗亲关系在其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事实上，

家族关系不仅包括父亲血亲，而且包括母亲和姻亲，后两者—尤其是姻

亲关系并不含血缘关系，而是地缘关系的一种折射，家庭正是通过血缘

关系与父系家庭发生垂直联系，又通过地缘关系与姻系家庭发生水平联

系，随着姻亲关系的扩大，家庭便开始从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扩展。

[3] 

从学术界众多资料我们可以得知，1949年以后家族组织被取缔，宗

族活动受支严厉打击，但是农村血缘家族关系仍然难于打破。苗寨中家

族观念仍然是相当浓厚，些许是随着聚居的原因，许多异性之间也开始

以种种名义攀附起来，以兄长、叔伯相称。事实上，这在较大程度上也

对缓解村内矛盾，调和人际关系等主面起着重大作用。因为中国人都有

一个观点，即血浓于水，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是靠这种观念来维系着生

活与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由于社会流动

的相对缺乏而具有稳定性。当然，在公社制解体初期，由于农村血缘关

系溶入了政治色彩而迅速取代了原有的行政组织，消除了农村基层组

织。[4] 

有人认为宗族势力在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宗

族势力对农村社区政治生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影响村组干部的产生

上。由于村长和组长采取上级提名与村民选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某些

 



任命或提名常常要看候选人所代表的家族的影响力，否则就难以开展工

作。如苗寨中前任村支书姓吴，现任杨姓，都是村里的大姓，且“驻

扎”历史亦较为悠久。其次是宗族势力向基层政权的渗透。主要表现

为：乡镇领导在选拔干部时任人唯亲，在任命或提名村组干部时偏向于

同宗同族的人；在重要部门或有机可图的岗位上要插亲信；在族人及其

子女犯法时为其开脱，或利用职权违法为族人提供便利。ªª[5]据统

计，苗寨下设十个小组，有七个组长都与该乡镇某些领导有姻亲关系，

甚至有的乡镇领导就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因而，在涉及到取权利益

时，做到秉公执法的不是很多。 

在这里，笔者不禁忆及梁濑溟先生的一句话，“国家宪政要以地方

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

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6]由此可见，基层组织

对上层的影响力，尤其是宗族势力的涉入，在一定层面上势必会影响到

国家政策的有效施行。因此，加强基层工作，尤其是其法制化、民主

性，对确保中华根基的稳固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小结 

  

在社会学中，涉及文化的方面很多，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还

有一种精神文化。农村，拥有一种固然久远的村落文化，并且是一种独

具中国特色的村落文化，正如费老的《乡土中国》中所描绘的那样。今

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中国村落文化固然会受

到现代气息的冲击，但我们深信，这种冲击是一种去陈除新的冲击，历

经这场文化洗礼之后的村落，必会焕然一新。 

传统的家庭与传统的亲族关系，是在特定历史状况之下所形成的不

同的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模式，不同的时期固然不同，传承传

统，历史画卷便会栩栩如生。家庭这个细胞，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

时，都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亲族关系，是有人，有血缘就存的一种人类

特有关系。 

当然，针对村落中的家庭与亲族关系中所存在的一种种不和谐因

素，笔者认为有如何途径以供参考： 

（一）完善各级功能组织的服务，解决农民在生活和生产中所遇到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使农民最大限度地摆脱各种不利因素的束缚。 

（二）要加强农村地区科学文化的传播，促进农村生活方式变更以

及农民的心理、观念的变化。 

（三）要加强法制教育，瓦解包括宗族势力在内的各种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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